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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

付　 晶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现代社会中,科学思想备受推崇,现代管理便兴起于对科学管理的探求中。 管理学研究也试图借用自然学科

的研究方法,将管理学科的研究成果塑造成客观有效和普适性的存在。 文章基于批判的视角揭示管理研究的实证主义主导

范式的错误定位和引导,指明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基本属性的渗入模式和具体表征。 因此,文章提倡和呼吁在交互参与式的

管理研究中对人类认知方式进行“理解”,促进管理研究的深化,期待管理研究更适用于社会情境的具体状况和现实需求,从
而获得管理的解放和更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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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科学管理的巨大成就,让管理研究长期醉

心于实证主义为我们营造的“技术理性万能”的美

梦,限于“以自然科学的逻辑来塑造社会学科”观念

的困驭,所以盲目延续自然科学研究的老路。 本文

将从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理论入手,运用法兰克福

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作为来质疑和批判管理知

识所期望呈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也为管理

学批判理论提供一个合理性补充。

一　 管理知识客观有效性的假象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统计判断、线性规划、博
弈论、模拟法等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方法和计算机

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管理学科充分显示出其定量

化实证研究的特质,管理知识的科学有效性得以凸

显。 然而,反实证主义之声对知识客观有效性的讨

伐,技术唯上统驭管理研究的现实情况,管理实践异

地水土不服的现状,本土化情景化管理研究的兴起,
都逼迫管理研究开始反思和追问其学科知识本身的

科学属性是否真实可靠,管理知识是否已经失去了

科学客观的立场,甚至成为新时代的意识操纵者。
(一)管理知识“客观有效性”的来源:实证主义

及其遭遇的批判

得益于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

巨大成功,实证主义长期占据着社会学研究的主流

地位。 然而,这种通过实证主义获取“有效”知识的

方式却没有得到全面的赞誉,它不仅招致了更多的

理论实践研究者的抨击和质疑,还面临着最现实的

全球化管理实践水土不服问题的挑战。
1. 实证主义信仰的破灭

实证主义流派憧憬着社会学也许会像物理学一

样,通过经验研究、因果归纳,建造高度抽象、逻辑严

密同时又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社会科学体系,用以解

释和说明个人、群体和社会现象,并获得预测和控制

的功能。
诠释 /解释社会学①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特性予

以了关注,他们认为人和一般物质是存在根本区别

的,面对社会学领域范畴的现象应采用“理解”的方

式[1],研究主体和对象之间不应是自然科学的单向

作用模式,而是一种双向交流、双向理解。 这对实证

主义流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统一于一体的自然主

义科学观产生了冲击。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社会学兴起后,面对实

证主义,他们展现出一种更加激进的批判、否定面

目。 他们认为实证哲学或经验哲学专注于发掘现实

世界的数理结构,而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矛盾综合,那



些不断变动的发展态势呼吁我们,不应当止步于简

单地对社会生活所呈现的规律感兴趣,更应该真切

地意识到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的未完成属性。 这预

设了“人的意义或本质应该以人的潜在可能性(而
非实然状态)来界定” [2],我们不能将人类再物化为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客体,一种被动式的存在,应
明确意识到人类的主体性力量,及其对社会发展起

到的建设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明确区分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态度,直接造成了研究

者对两类学科研究方法探求的分歧。
2. 普适性功能的失效

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推崇科学主义,
强调实验方法、归纳方法、经验主义、数理主义等基

本面向。 早期的管理学研究就深受实验方法的影

响,泰勒建立科学管理的三个基本实验,梅奥的霍桑

试验,通过引入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确实取得了显

著成果。 因此,罗珉指出,泰勒之后的一个世纪,实
证主义范式成为管理领域的支配力量[3]。

然而,20 世纪以来,物理学的革命引发了人们

对实证主义原则长期信任的崩塌,经验和理论先在

性的激烈争论更是将实证主义逼迫到了越发狭窄的

学科领域中。 波普尔(Karl Popper)用“证伪主义”
对实证归纳、经验至上的实证主义发起了挑战。 随

之而来的是归纳的逻辑被演绎的逻辑取代,证伪的

方法成为主流。 历史主义学派则不承认存在一种适

用于一切科学理论的统一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发现、
发明的逻辑,他们提出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是具体

的和历史的。 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认为不同的学

科应拥有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式,并且范式是发展的、
历史的,会产生新旧交替,旧的总会被新的取代,长
此以往以致无穷,这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质量互

变规律一拍即合。
20 世纪中期以来,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统

计学、物理学等各类研究者都忙不迭地将目光投注

到管理学研究领域,在造就了管理研究的百花齐放、
成果丰硕的同时,也加剧了管理学科自身形成独立

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的难度。 孔茨(Harold Koontz)
形容的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管理丛林”的混战正好

现实地反映了管理学科研究复杂的分歧现状和管理

知识普适性功能的失效。
(二)价值中立的玄想

在实证主义那里,是不允许科学家个人价值闯

入的,他们主张将价值和事实绝对分离。 现代管理

的“中性人”假设就是将人的理性特质发挥到极致,

来调和“价值”和“事实”在实证主义那里的分裂。
但这并非社会实践现实的真实写照———社会科学研

究根本无法驱逐实验、观察和逻辑之外的东西,研究

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理论构造所必须的存在。
正如波普尔、库恩、汉森(N. R. Hanson)、费耶阿本德

(R. Feyerabend)等学者都提到的,“中性的观察陈述

无法存在”,试图区分带有研究者价值涉入的理论

构想和客观事实的想法与做法都是虚妄的尝试。
现实是,我们如何将文化规范和主观价值驱逐

出我们日常所获取的社会知识,还是一个未知数。
由于研究者本身获取知识的社会背景的差异,成长

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无法创造出一个从真空世

界出生、只接触到客观知识的个体。 成长的经历和

社会家庭等群体价值观的潜移默化,让研究者个人

不可能完全剔除个人的偏见和价值观。 基于不同的

学科背景和社会阅历,研究者也总是根据自己的理

解与判断去选择不同的管理学研究面向和方法。
因此,我们认为刻意地保持价值中立其实并不

能真正减损社会学科研究价值的涉入。 既然社会学

科相比于自然学科要涉及到更多的关于价值判断、
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影响客观性的东西,那么我

们就应该承认这样一些事实:从根本上说,社会领域

的学科缺乏制造封闭的实验系统的能力,更无法完

全保证数据的绝对真实。 我们更希望看到学者承认

和表明自我的价值承诺,公开接受评判好过掩盖事

实,这才是对社会学科研究应有的尊重。
(三)意识形态属性的涉入

批判社会学通过研究和批判工业文明问题和资

本主义社会现实,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批判的

视角。 他们认为“社会学理论所承担的主要任务,
及其发挥的核心作用应该是用批判性检视处理当前

的社会现实”,对于那些用单纯的描述和解释来维

护和修补现有的社会结构,而拒绝、忽视真正可以改

造和变革现实的举措的消极做法,应予以严厉

批判[4]3。
社会学研究逐渐吸收了批判主义的研究立场。

知识社会学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遗产中社会意识和社

会存在的关系,并认为社会中的知识具有为特定社

会集团服务的意识形态属性,具有服务阶级、服从资

本的本质属性。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承认科学知

识是在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利益影响下建构的,甚
至是政治压力下的产物[5]。 法兰克福学派则对其

发起了彻底的冲击。 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
理性通过现存的社会机制、个人的言论控制、大众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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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宣导等途径来统治个人,形成压迫性力量。 马尔

库塞(Herbert Marcuse)表明,科学、技术事实上与政

治关联。 主张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由于其具有的实

用性、功利性和顺从性,最终演变为一种服务统治的

工具,即成为意识形态[6]。 这导致的结果除了对科

学发展的追逐,强调理性的权威,更产生了一个严重

的后果就是理性的独裁,或者说用理性外衣包裹下

的权力关系。
那些崇尚将管理描绘成一种卓越的技术活动、

造成一种中立的幻象的行为,看似在净化管理理论,
使管理实践表面上远离权力和利益体系,而实际上,
权力和利益体系一直就是管理出现和发展的一个条

件和结果。 管理知识在现存的社会背景中,成了一

种新的意识形态,掌控并左右着人类生活[7]。

二　 管理知识衍生中意识形态的侵入模式

本文将通过对研究者、研究者所处实验环境、研
究者和对象之间的交互关系,分析知识产生和传递

的途径,去探索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到

社会群体和个人的。
(一)管理研究中意识形态属性的来源

基于社会境况决定论,我们可以明确,生活经

验、社会特定文化背景、所处群体的要求等都会影响

我们个体对知识获取的内容侧重、手段方法等等。
我们将具有社会属性的因素称为“存在因素” [8],这
些“存在因素”一方面制约着我们认知世界现象的

方式;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和情境时,
又可能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获取不尽相同的延展

知识。
1. 研究者的价值介入

管理研究的事实是,管理学科研究者生存于有

缺陷的、历史的、具体的(人类)社会现实中,依照知

识的社会存在属性,或者说社会建构属性,管理学科

研究者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探寻出完美的、非历史的、
无实质的知识[9],这被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斥为“纯粹理论的幻想”②。 幻想“价值”和“事实”
二分的韦伯(Max Weber),不但没有解救人性于现

实水火,反而用官僚科层制的铁幕为现世的人们制

造了牢狱。 曼海姆(Karl Mannheim)也试图用看似

阶级归属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来消除阶级意识形态

的枷锁,结果却是起到了强化意识形态之争的作用。
管理研究者因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所获得的背

景知识建构了一套自我行动的逻辑,这对其研究领

域本身就潜藏了一种隐形价值选择。 学徒背景成长

起来的泰勒,着眼的是“磨洋工”行为导致生产效率

低下对组织运转的影响;得益于哲学和心理学深厚

学术背景的梅奥,便关注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现象;
面临工业革命侵袭和资产阶级革命历程的马克思,
便选择关怀工人阶级的悲苦境遇,斥责资产阶级的

剥削奴役等等,这都是生存历史和生活境遇赋予的

社会学科研究者的一种历史使命,指引他们去达到

某种价值诉求。 无论他们承载的是主流的、小众的

意识形态诉求,或是反对的声音,都能从历史的演变

中找到价值承载的根源和意识形态的归属。 更甚

者,管理学科的研究者在寻获自身研究的发展时,常
常不得已去依附权力资本,以获得研究的资金和更

广泛的群众参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

表达资本推崇的价值观取向,成为统治阶级巩固地

位的工具。
2. 研究群体的非理性妥协

管理学科不同于自然学科,大部分的管理研究,
需要找到一批数量可观的群体,再通过观察、记录、
量表测试、访谈等带有研究者主体“参与”模式的调

查方法,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和具体的了解和

评判。 研究者在与对象接触时很可能产生价值认同

上微妙的改变,正是因为研究者和对象之间存在一

种参与互动的形式,因此,研究群体之间的交流探讨

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价值层面的交互妥协。
科学 知 识 社 会 学 用 “ 实 验 室 研 究 ” ( Lab

studies)③指出,科学评价的中心问题往往不像人们

常料想的那样是对真理的追求和确证,他们看到的

是科学家如何将自己的发明和研究合法化并推而广

之让大众买单的过程。 他们发现,科学家总是乐于

用尽手段去扩大“信誉”,以获取更多的研究资金,
有更好的平台使自己的研究得到关注,促进研究的

应用性转化。 因此,他们往往更倾向选择资本家重

视的研究领域,在这样一个“信誉循环”中去获取所

需的人才配备、设备更新、数据背景、论文指标、职称

评级等等,不是知识本身的客观有效性,而是对“信
誉”的追逐成了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动力。 这种对研

究领域、主题内容的选择性价值判断使得社会学科

研究的性质不再单纯和中立,对“信誉” “权力” “利
益”的趋从将我们认为是价值“真空”的实验室变成

了妥协于权力意识形态主张的灰色地带。
综上可知,管理学科的研究主体并不能作为一

个极端理性和具有中立自觉性的承载体来投身管理

研究、探求管理知识。 甚至那些看似完全科学意义

上的实验室中也被笼罩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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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体知识获取的逻辑

知识社会学不仅分析知识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千

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考察了知识的生产过程。 他们

认为我们看到的任何社会行动其实都蕴含着某种观

念的主导,表面上思想观念呈现个体性,实际表达的

是一种群体利益的诉求。
1. “自我”认识:基于群体反应的反思—决策—

规范化路径

人作为观念性的动物,一方面产生对自我的意

识,另一方面产生对外界的意识。 这看似分割的两

个方面,其实却处在交互影响的过程中。 个体对自

我的认识被称为“自我知识”,我们在社会参与中通

过语言、行动等表现出来,并依照现实处境而不断变

化,从而深化和改变对自我的认识。 可见,“自我”
认知和知识不是一成不变、固化的概念,而是处在个

体主观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中。
(1)源于群体的看法

“自我知识”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我关于

对自己的了解,而这种了解的来源却不是我自己独

立可以做到,更是一种具有“外界”意义的存在。 库

利(Charles Horton Cooley)④用“镜中我”的思想表述

认知产生于社会互动,个人通过他人的看法和自我

的回应来定义自身。 曼海姆认为这种来自外界的

“自我认知”包括交往时群体反馈的“整体一般的观

点”和“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 因此,在特定的社

会情境和人物结构中,人们会自主地构造出自我的

定义和自我应展现的形象特质。
(2)行动路径:反思—决策—规范化

在各式各样的群体生活中,我们通过意识到他

人在群体生活中的行动,以及自我行动所得到的他

人的不同态度的回馈,逐渐修正或强化,并内化这种

行动模式,形成“基于他人看法”的“自我”认知,获
得积累性的个人知识库存。 因此,关于“自我”的知

识,可以表达为通过对外界的回应行动来了解自身

的一套认知模式,从根源上来说其实是始于社会群

体的。
2. 群体行动的逻辑:从非理性到特定逻辑

综上分析可知,自我的认知源于对群体的反馈,
那么群体本身是否有一种足够的张力将管理理念合

乎群体“理性”,使管理知识能够做到对这一理性逻

辑的把握呢?
知识社会学认为在群体形成初期,群体中的个

人行为其实遵照一种群体的无意识动机的非理性逻

辑,这也就是大众知识,这时理性逻辑还没有完全形

成。 直到群体被进一步细分,以集团利益为驱动力

的集团知识产生,当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可这一导向

时,集团的行事逻辑就开始形成了,并内化为一种理

性逻辑对老员工和新晋者产生作用。
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权主义、个人主

义等意识形态由于统治阶层用生物学、心理学等科

学包装后,传递给大众一种男人天生就是力量和统

治的存在,人天然地具有竞争和获取成功的斗争心

观念。 因此,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和成功的“个人”归
因在西方社会的管理实践中都显得极其正常,并且

和管理制度本身融合在一起。 而在倡导集体主义社

会的国家里,公有化和集体荣誉高于一切这类思想,
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便成为两类文化相互认识的高门

槛。 尽管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影

响,但在事实上它却时常成为主导我们日常行为选

择的关键。 这种最终被特定逻辑取代的个人行动逻

辑过程,促使了人们形成和收获的知识受到了权力

群体的控制,成为了意识形态的衍生物。
(三)双向交互模式对意识形态的包容

实证模式以一种注重量化研究(例如广泛应用

的问卷调查法)的务实社会研究自居,试图在社会

学科领域呈现“可重复性”程序过程和“可验证性”
调查结果来标榜自我的科学性。 这种科学实证主义

的风气引导社会学科产生一种单向理解思维:社会

结构和制度对知识产生决定作用。 然而,对于社会

现象的理解其实需要一种更丰富和深层的理解。 因

此,社会学研究应该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入描述的同

时,找出具体的文化意义[10]。
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知识是人与人之间、人与

社会之间的一种交互建构模式,这种互动才是知识

产生的前提,知识的基本路径是趋同群体和社会,并
逐渐制度化,产生一种认同区域内的普适性。 吉登

斯⑤认为社会学科研究应采取双重 ( 向) 阐释

(double bermennutic) [4]67。 双重(向)阐释一方面认

为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源于外界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

从而不断地形成阶段性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些概念

化的理论语言又会回到社会生活中被使用、更新和

改造,赋予更多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个双向和往复

的过程,重构社会理论知识本身和社会生活领

域[11]。 因为社会领域的研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行

为,以及这种行为中所包含的历史的、特殊的、发展

的各种属性。 因此,我们会发现,双向模式使得意识

形态在现实的、发展的社会行为中不断交融,变得更

为隐蔽。 这也要求我们作为社会学科研究者应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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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以“主客”眼光看待社会现象,需要深刻立足于

现象的社会背景本身,甚至站到研究对象的立场中

去,深入地挖掘现象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提供给

个人的价值倾向和选择,才能更为全面地分析行为

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承载。
关于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说明,就是试

图为我们在群体生活中找到自我的主体性定位,批
判物化世界和官僚制度牢笼对思维的僵化,承认交

往中主体的认同感和自治的责任感对社会学科研究

的重要意义。

三　 管理研究的意识形态表征及其推进式发展

上文论述了管理知识从其生成到传播过程中所

经历的意识形态侵入的具体方式,可知意识形态对

管理知识的渗入是由始至终且不能剔除的强介入形

态。 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管理研究又应该如何获

得突破性的发展呢?
(一)技术和权力论对管理的绑架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产生

了这样一个恶果,“科学”成为所有学科的信仰,而
其他的例如价值、精神、观念因遭受排斥而无法获得

应有的重视或处于从属的位置,管理研究也无法摆

脱这样的命运。
1. 科学技术的政治化

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理论表示,在现代社会,
科学知识逐渐失去其客观中立的特质,沦为政治的

工具,承担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 法兰克福

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获得其合法性的过

程中,避免了以往的统治阶层采用宗教神学、暴力统

治等方式斩获权力的外在性行为,他们使用了一种

更为隐蔽,却又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手段,“用技术的

合理性来武装统治的合法性” [12]。 科学知识最初本

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和宗教力量的客观武器,如今却

成为了粉饰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标签和维护资产

阶级统治的工具。
2. 权力阶级的附庸工具

主流管理思想依旧在强调“人们普遍相信,企
业通常都是产生利益的、中性的、技术的‘生产系

统’,平等地为许多股东的利益服务” [13]。 现实中,
统治者作为技术发展的权力主导和资本控制阶层,
理所当然地将管理领域纳入其工具箱。 这些用科学

外衣包裹着的管理知识,其实却正用科层官僚体制

的铁幕,为特权阶层的意识形态构造起坚实的防御

墙,并借助大众文化宣导的手段隐蔽地涉入“科学”

武器的控制属性。
哈贝马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决策论”的社会

景象:上层包含政治精英集团或领导集体,他们为实

现集团利益需要作出决策。 政治精英手下是一批各

个领域的专家和职业化的管理人员,他们负责掌握

专业知识层面的问题,他们作为一种知识权威尽管

充当工具却也依旧享有优越的地位,且因为他们服

务于政治精英而获得了相当的权力。 他们不但用这

些知识作出决策,还需要为其辩护保障其合理性

范围。
这种结构化管理模式,看似好像成功地为世界

大工厂的运转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助力,其实更像是

一种现实世界的殖民,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

都陷在这一铁幕牢笼下,成为权力、利益和资本的奴

隶。 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理论都旨在揭露社会现象中

这些不合理的事实,使人能自知,进而转化为自主的

个体,这便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任务。
(二)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态势

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管理研究,似乎给

现代企业的发展传递了一个极其悲观的信号,科学

技术正在以一种工具化人类社会的形式消磨人的反

思性、责任感和创造力。 当然,我们承认科学管理对

管理研究存在积极意义,根据管理知识意识形态属

性被确证的事实,我们应该将管理的重心更多地投

射到人本身的需求上来。
1. 从单一到双向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是一个人向自然生成,
同时又使得环境向人生成的一个双重的循环往复的

过程。 一方面,市民社会在逐渐消解人对人的绝对

权力,也就是使人们逐渐把对奴隶主、封建主的个人

式崇拜和依附,转变为对物质财富和资本控制者的

依赖和膜拜,这导致了人的物化。 这是人类实践的

一个必经阶段,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

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 [14]。 另一方面,人又具有主

观地、能动地反思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环境迎合人

的想象。 马克思正是在探索“理性”和“价值” “合
题”的道路上,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发展出实践唯物主义理论。
他认为这一实践过程是双向的、历史的、无限的。

因此,马克思提出人类的欲望和理想应该以现

实的生态处境为基础,不能过分追求贪欲,强调人类

理性的无限可能性,而忽略了社会原本的承载力。
并且,他认为社会除了竞争性,还有追求联合而进入

“人类共同体” [15] 的一面。 而且,社会管理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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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着眼于物质生产力的提升,更应该具有对人文

关怀价值的重视。
可见,管理研究不是科技发展的一言堂,更应该

认清人与环境交互生成的特质,启示人们运用历史

的眼光看待管理中的个人、群体、社会,及其相互之

间的关系,强调管理的双向性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2. 解放 “科学管理” 的禁锢:立足现实,符合

需求

首先,管理知识被社会存在建构的事实告诫我

们,过分苛求管理的科学属性,企图将管理学科打造

成类似物理、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构想并不

现实,根据具体社会情境的变迁会获得具体的、特定

的符合当下需求的管理知识。 例如,跨国企业在全

球化经营中必须要考虑不同国家地区地域环境的具

体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文化信仰的差异等

等,不能因为之前模式的巨大成功就生搬硬套、完全

复制。 管理知识需要立足于现实背景、历史文化传

统来获得更全面的补充。
其次,知识的群体来源模式要求我们不是将个

人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个体来看。 作为群体中的个

体,管理研究必须探究个人背后的群体诉求所遵循

的特定逻辑,毕竟我们个人获知的对自我和外界的

理解都是通过和外界的交往而产生的。 值得欣喜的

是,确有一些管理理论以此为研究重点,例如,对人

际关系的作用的研究,他们提出高凝聚力和和谐的

人际氛围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更好的企业工作体验;
福利研究、双因素理论、需求层次理论、ERG 理论、
公平理论、期望理论等各种关注于人的工作和生活

全面需求的研究也获得了重视;企业文化、愿景、使
命等观点的提出,各类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机构、
社会关怀基金的诞生都传递了对组织中人性的

关注[9]。
只有切实立足于现实背景研究、群体意识形态

价值分析、主体性有效沟通理解等基础上,管理研究

才不至于一直困陷于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和

被权力阶层别有用心的利用之中。 承认管理研究的

意识形态属性,不等于说拒绝管理研究的科学成分,
适应具体情境的管理知识就可以被承认是有效的,
这一有效性的获得途径不单是用科学来形容,更应

该用“符合性”来凸显人性的本质需求,用“满意度”
来测量知识技术的效果,用“适应性”评估知识在具

体情境中的价值。
强调管理知识中意识形态属性的渗入旨在说明

一个现实存在:管理研究及其知识成果无法避免权

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渗入,科学技术的统驭、实证主

义的主导却在企图抹杀人们对知识实然状态的认

知,因此批判性研究就是要揭示这种不合理的研究

态度,促进管理研究能得到参与式的双向理解和阐

释的研究方式的有效应用。 管理知识有效性的获取

途径不应局限在对“科学性”的追求上,应该呼唤反

思和批判精神在管理领域的回归,揭露管理研究中

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发掘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取向,
从而使管理研究出产的成果能够更符合当下组织发

展的诉求和满足组织中个人需求的实现。

注释:
①社会学界普遍将社会学研究分成三大理论传统:实证

社会学、诠释或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
②“纯粹理论”假定了在思考知识的世俗方式中,通过

理论的实践嵌入产生无瑕疵的知识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认

为,纯粹理论“希望所有事物都源于其自身,它服从于未被

承认的外部条件并且变得意识形态化。 只有当哲学在历史

的辩证过程中发现扭曲对话的反复尝试和多次封锁顺畅沟

通的暴力踪迹时,它才得以推进这一悬而未决的过程:人类

迈向自主和责任(Mundigkeit)的进化。 人们可以将自主和

责任宽泛地理解为生命活动中的自治与职责。”
③广义的“实验室研究”包括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

行的关于实验室的历史兴起,实验室工作的管理组织,这种

组织对创造力的影响、对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影响,实验室交

流的性质及信息流动的模式等。 此类实验室研究工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也有不少案例分析作品。 参见 Latour B 和

Woolgar S: 《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第 2 版,Princeton1986 年出版的第 40 页。

④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
1929),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

驱。 “镜中自我”( looking-glass self)是库利在 1902 年出版的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来形容自我是与别

人面对面互动的产物。 别人好像一面镜子,我的自我意识是

我从别人的心里看到别人怎么看的我。 他曾承认,“镜像自

我”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詹姆斯论社会自我的观点(“有多

少人认识他,这个人就有多少个自我”),也可追溯到 J. 鲍德

温的自我观点,鲍德温认为自我是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而发展的。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我这一课题重新恢复兴

趣,特别是对团体行为的广泛研究,库利的著作又一次为人

们所关注。
⑤安东尼·吉登斯,吉登 斯 男 爵 ( 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 至今),英国社会学家,主要学术成就包

括: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

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

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
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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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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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ological Attribute of Managerial Knowledge

FU J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ideas, which made the modern management arose in the aim of the realiza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re
highly praised in the modern world.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social studies, management science also seek for objectivity, universality
and validity by drawing on the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intend to reveal the mis-
guidance and the wrong orientation of positivism paradigm in the management studies and indicate the infiltration model and specific
characterization of ideology in managerial knowledge. So, it call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cognition on the participative man-
agement research and expects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can be more applicable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actual requirement in so-
cial situation, thereby to get a thorough research and have a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 words:　 ideological theor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ritical theory;　 dialogic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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